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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民参与是公共行政研究者与实践者长期关注的议题之一。公民参与包含参与议
题、参与者、参与程序和参与机制等四个关键元素。围绕公民参与“倡导论”“怀疑论”与“平衡论”
的理论争辩，已有研究在公民参与实践效果、公民参与发生机制与效果机制以及公民参与实践改
善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文献。海外公民参与研究呈现出研究理论丰富化、研究方法多样
化、研究问题精细化和研究指向实践化等特点和趋势，对推进中国公民参与研究发展与实践改善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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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与( citizen /public participation) 是公共行政研究者与实践者长期关注的议题之一。从公
民参与在行政学中的概念谱系看，公民参与意指公民与行政官员分享公共权力、参与公共政策 /决
策制定和政府管理的程序与行为，［1］与以竞选和投票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政治参与( political partici-
pation) 以及个人或组织的维权与抗争行动有本质的区别。［2］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
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开展系统深入的公
民参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为呈现公民参与研究的最新成果，推进国内公民参与理
论研究发展与实践功能改善，本文对近十五年( 1998—2013) 海外公民参与领域相关研究文献进行
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文献主要来源于公共行政学科顶尖杂志，如美国的《公共行政评论》《美国
公共行政评论》《行政与社会》《公共行政研究和理论杂志》和英国的《公共行政》等。

一、公民参与关键元素

公民参与元素是指蕴含在不同公民参与活动或行为中的共同变量。金等( Cheryl Simrell King
et al．) 人从议题、行政体制 /程序、官员和公民四个方面概括了公民参与的主要元素，［3］艾伯顿和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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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林( Carol Ebdon ＆ Aimee L． Franklin) 则从政府环境、程序设计、参与机制以及目标和结果归纳
了参与式预算的主要元素。［4］本文将公民参与的关键元素归纳为以下四类变量:
第一，参与议题 /领域。公民参与总是围绕不同公共政策或政府决策以及政府行政程序开展

的，［5］涉及公共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与政府管理的诸多领域。［6］在最近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分析了
某一具体公共议题或政府管理领域的公民参与案例或数据，例如森林管理、［7］灾后重建、［8］行政规
章制定、［9］参与式预算、［10］环境保护、［11］土地规划、［12］绩效管理、［13］选举管理［14］等，这些研究从不
同的侧面向我们呈现了公民参与在不同议题 /领域的应用及其效果。
第二，参与者。公民参与活动由两类参与者的参与和互动而发生和发展，即政府 /官员与公众 /

公民，缺少了任何一方的参与将会导致参与活动不能发生，而二者的互动或博弈情况则决定公民参

与的最终效果。［15］政府主要是指作为组织形态的政府部门，公众则包括了社会中不同个体和组织
在内的众多参与主体，例如媒体或非政府组织等。在更多情况下，公民参与的参与主体可具体化为
行政官员与公民，这里的公民尤其是指受到政府特定政策或决策直接影响的利害相关者。［16］需要
注意的是，“谁参与”或参与者的代表性问题对参与结果至关重要。［17］

第三，参与程序。参与程序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考察: 从狭义视角来看，它是指政府
设定的公民参与的活动规则与安排，规定了公民参与决策制定过程的参与时间与参与环节、参与者
选择方式、参与者偏好表达与审议方法、参与结果使用机制等，当然这些规则的制定受到既定的行
政体制制约。［18］从广义角度来说，参与程序则是政府对公民参与活动的整体性设计和管理过程，包
括评估议题背景和设定参与目标、资源获取与参与程序管理、参与评估与再设计等。［19］狭义上的参
与程序可以近似看作广义角度参与程序的一个分支环节。
第四，参与机制。公民参与活动的具体参与方法即所谓的公民参与机制，常见的如通告、听证

会、公民调查、公民咨询委员会、焦点小组、参与式预算等，在实际中使用的参与方法更复杂多
样。［20］随着科技的进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公民参与机制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21］需要指出
的是，不同的公民参与机制所隐含的功能指向是不同的: 参与机制随参与者选择方式、参与者沟通
和决策方式、参与结果使用方式的组合情况而变化，［22］不同参与机制对议程设置控制与决策制定
控制有不同影响，［23］其参与者代表性与信息提供大小也有很大差异。［24］

二、公民参与理论争辩

古典公共行政理论并没有给公民参与留下太多空间，那么，从规范意义上而言，公民参与公共

政策制定和政府管理程序是否必要呢? 从已有文献来看，围绕这一问题的规范研究在很大程度上

与代议制民主与参与式民主的争论［25］和公共政策制定的精英模式与参与模式的讨论［26］联系起

来，形成了“倡导论”“怀疑论”和“平衡论”三种不同的理论取向。
( 一) 倡导论

持倡导论的学者声称公民参与在政策制定和政府管理程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主张扩大公民参与的范围，提升公民参与的水平，改善公民参与的程序。［27］这一主张的学
者不仅从一些著名的理论家中汲取思想基础，［28］而且紧随了政策科学民主化［29］与公共管理民主

化［30］的范式转换趋向。此外，后现代话语理论、官僚制的幻灭与民主理想的诉求三种理论给予了
倡导论者充分的理论支持。［31］我们从价值视角与工具视角概括这一派学者的主要观点:
第一，公民参与的民主价值。针对现代社会人们日益远离政治活动而导致的民主不足现状，公

民参与代表着某种古典民主实质价值的回归。［32］从规范意义上而言，受政府特定决策影响的公民
有权利参与到这些决策的制定程序中来。［33］民主意味着每一位公民都拥有一张参与决策制定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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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理领域的入场券，公民参与提供了实现民主价值的机会和渠道。［34］公民参与使得政策的利害
相关者发出自己的声音，保障了政策制定程序的民主化［35］和治理过程的民主化，［36］这种参与程序

代表着某种公共价值［37］和社会的“善”，［38］有利于促进个人发展和保护个人自由。［39］

第二，公民参与的工具功能。公民参与促进政府与公民获取对方信息、相互教育、打破僵局、取
得彼此目标等。［40］相对于官僚决策而言，公民参与更有利于公民自身真实的偏好表达和呈现。［41］

由于公民所提供的政策信息以及政府与公民双方对最终决策的共同制定，公民参与有利于制定出

更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提高政策执行的顺利程度。［42］公民参与有利于提升政府管理的效率和
效能，增强政府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消减官员与公民之间的不信任感，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

水平。［43］此外，参与过程保障了政策制定和政府管理的合法性。［44］

( 二) 怀疑论

与倡导论者不同，怀疑论者继承传统公共行政学和政策分析学的理论主张，认为公民参与并不

能提高政策制定与公共管理的质量，相反，公民参与可能得不偿失并引发一定的社会稳定风险。［45］

持这一主张的学者通常将政策制定与政府管理看做是一种需要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人才能从事

的工作，理应由社会精英来主导，而官僚的职业主义取向决定其以一种有效率和效能的方式发挥技

术优势。［46］怀疑论者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公民缺少参与的意愿和能力。公民参与需要一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投入，日常生活的

忙碌使人们产生了一定的非参与态度。［47］西方国家日益下降的政治信任水平反映出公民对政府存
有很强的非信任感，公民认为参与并不能够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造成参与态度消极和参与意愿

低下。［48］公共管理有赖于有学识和专业技能的精英群体，而公众通常是缺少这些专业知识和技能
的，并且容易感情冲动而非理性的参与政策过程。［49］由于现代社会公共问题的性质过于复杂，与专
家决策相比，公民参与导致政策制定的非科学化，降低了政策制定的质量。［50］

第二，公民参与增加行政成本和社会风险。从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考虑，公民参与尤其是大
规模的公民参与，必然会消耗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人力物力投入，参与过程同时会造成决策制定的
时间延误，这就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行政成本和时间成本。［51］公民参与可能引发公民一些不切实际
的公共期望，使得行政官员缺少了对政策制定的控制，导致政策制定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52］此
外，由于并非每一位参与的公民都具备平等的信息、知识和技能，政策议题容易被占优的利益集团
确定并主导政治决策，这就可能造成政治冲突的扩大，引发一定的社会稳定风险。［53］

( 三) 平衡论

平衡论学者对公民参与是否必要这一问题持一种审慎和折中的态度: 他们承认公民参与的价

值和功能，但也指出其可能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认为专家 /官员与公民在政策制定和政府管理程
序中各自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决策与管理质量的改善需要双方的真诚合作并达成某种功能平

衡。［54］一方面，由于公民参与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因此，某种政策制定或政府管理程序需不需要公
民参与或者需要什么形式的公民参与，需要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公民参与耗费的成本与带来
的收益，低成本与高收益才是公民参与的理想条件。［55］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政策制定和政府管理受
到很多法律法规、财政预算、技术标准等的限制，但与此同时又不能不考虑公民的偏好，因此，问题
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专家与公民的意见与作用。［56］总之，平衡论者特别强调对公民参与情境的具
体分析，将研究问题转向如何设计或选择某种程序或机制以使公民参与取得积极效果。
从规范意义上讨论公民参与是否必要这一问题所引发的学术争论带给我们很多困惑，这种困

惑在于似乎每一派的主张都有其合理性，但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呢? 倡导论者由于强调公民参与

的民主价值而似乎站在了某种“道德的高地”，这一主张也得到了很多学术界重量级学者的支持;
相反，怀疑论者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充满了一种“反民主”的色彩，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的批评;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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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更多地从一种工具视角或经济视角来审视公民参与的成本与收益，他们对倡导论者的“理想
主义”持谨慎的态度。事实上，正如斯图尔特( Kennedy Stewart) 指出的那样，从规范视角讨论公民
参与的“好”与“坏”总是不确定的，因为规范假设缺乏相关的实证资料或数据予以论证。［57］

三、公民参与经验研究

公民参与经验研究对上述理论争辩进行了回应和实证检验，与此同时也发展了其自身的相关

理论。从研究方法上看，经验研究主要以案例研究和定量研究为主。我们可以从“作为自变量的
公民参与”和“作为因变量的公民参与”两个视角来区分实证研究的研究问题: 前者主要关注公民
参与活动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后者则主要讨论哪些因素影响了公民参与活动的发生和效果。
( 一) 公民参与实践效果

倡导论者指出公民参与具备很多价值和功能，怀疑论者则认为公民参与并不一定带来决策制

定和政府管理质量的提升，那么在现实层面，公民参与究竟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呢? 从已有的经验研

究文献来看，研究结果大部分印证了倡导论者的观点。
第一，具体参与机制实践效果。一些学者侧重于关注某一个或某几个公民参与机制，研究这些

参与机制所产生的影响。听证会作为最常见的一种参与机制，尽管并没有很好地达成其让公民直
接影响决策制定的目标，然而它起到了向官员传递信息、设置议程等其他作用。［58］对出席和参与过
听证会的公民而言，其对政府机构回应性和绩效的认知得到提升，对其他公众不同观点的包容度也

有提高。［59］网络互动和论坛，有助于帮助官员和决策者更好地了解公民偏好，［60］也有助于社区居
民参与公共议题，形塑和培育居民的集体意识和社区归属感。［61］一项对美国交通局参与式预算的
定量研究发现，公民参与提升了部门的组织绩效。［62］此外，还有学者对欧美多个国家的几种公民参
与机制进行了评估，发现这些参与机制的使用对民主有很多积极影响，并提高了公民的技能。［63］

第二，抽象参与活动实践效果。其他学者从一般意义上讨论了公民参与活动的实践效果。在
分析灾后重建中的公民参与案例时，研究者发现公民参与越多的地区，公民对重建的满意度越

高，［64］尽管其对公民能力建构而言作用有限。［65］研究指出，公民参与活动给决策制定者和行政官
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资源，［66］提升了政府管理的合法性，［67］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能，［68］并

有助于官员更加有效地解决与控制社会的复杂性及其问题。［69］约翰( Peter John) 的研究认为，公民
参与比政治参与更具代表性，有利于克服不同群体因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公共政策或决策影响差

异，提供给弱势群体一个影响政策的渠道。［70］此外，一些定量研究发现，公民参与有助于政府迎合
公众需求和建构双方共识，［71］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72］增强公民对政府公正的感知。［73］

( 二) 公民参与发生机制与效果机制

从逻辑上分析，探讨哪些因素影响了公民参与活动的效果，首先是必须存在公民参与，因为如

果公民参与活动没有发生则效果就无从谈起。基于此，我们将影响公民参与活动发生的因素称之
为公民参与的发生机制，影响公民参与活动产生不同效果的因素称之为公民参与的效果机制。

1．公民参与的发生机制
公民参与活动涉及官员与公民两类参与主体。因此，其发生也就取决于( 1) 官员愿意并允许

公民参与和( 2) 公民愿意并实际参与，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参与活动都不会发生。
第一，官员对参与的态度和行为。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态度越积极，那么其允许公民参与的可

能性就越大，这一假设也得到了实证数据的验证。［74］官员的个人信任倾向、［75］对公民参与规范价
值的认知［76］以及公共服务动机［77］与官员对参与的态度呈正相关。官员一般对公民持中立态度，
官员对公民的信任［78］和对参与制度的信任［79］与官员允许公民参与有显著性的正影响。研究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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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官员鼓励和允许公民参与一方面来源于官员的自主推动，但更多来自于压力作用，同时受到了

一些限制性因素的制约。官员如果积极地致力于改善政府责任、公共信任和服务质量，则会更多地
允许公民参与。［80］组织面临的绩效与合法性危机等压力促使官员允许公民参与，［81］尤其是政府面
临显著的利害相关者和社会公众施加强大压力的情况下。［82］但是，一些来自组织或结构方面的因
素限制了官员允许公民参与的行为，例如缺乏授权、［83］组织规则限制和机构使命、［84］缺少资源和
时间。［85］

第二，公民对参与的意愿和行为。研究者将公民对待公民参与的态度或意愿称为公民参与信
念，将实际的参与行为称之为公民参与行为。［86］政府的绩效或管理质量对公民参与信念有正影
响，［87］相反，如果公民认为政府缺乏回应或对政府持负面态度，则公民参与信念降低。［88］有趣的
是，较好的政府绩效在带来较高公民参与信念的同时却导致了较低的公民参与行为。［89］通常认为，
较强的公民参与信念会带来更多的公民参与行为，但研究发现，虽然人们更倾向于在重要的议题上

参与，但事实上很少有人真正的参与。［90］公民参与更多的出于自利动机，参与那些对其利益有直接
影响的政策议题，［91］而选择不参与则是因为生活或工作繁忙、对参与机会缺乏意识或参与缺乏回
应等原因所致。［92］

2．公民参与的效果机制
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公民参与总是嵌入在当前的制度性安排当中，受到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和

个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93］影响公民参与的效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第一，社会结构因素影响。社会结构因素主要是指影响公民参与活动效果的宏观社会背景，涉

及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人口等变量。弗兰克林和艾伯顿发现，城市规模、政府形式、法律规定等
城市结构因素是影响参与式预算效果的关键因素。［94］孔茨( Tomas M． Koontz) 指出，不同地区的社
会经济因素( 地区区位与发展压力、人口规模与增长速度、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等) 使得土
地规划项目公民参与的效果差异显著。［95］还有研究认为，利害相关者所在的地域空间大小、人口规
模、社区同质程度等因素会造成参与活动存在不同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影响公民参与活动效果。［96］

需要说明的是，接下来所要分析的组织管理和个体心理因素同样受到了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
第二，组织管理因素影响。组织管理因素主要从中观层面探讨影响公民参与活动效果的变量，

主要包括政府组织的制度规范与管理运作、公民参与程序设计、公民参与机制选择等因素。首先，
在政府制度和管理运作方面，选举官员支持和转换性领导能力有利于公民参与活动取得积极效果，

而科层组织繁文缛节和科层权威对参与活动效果有消极影响。［97］布兰奇和布拉德伯里( Kristi M．
Branch ＆ Judith A． Bradbury) 比较了美国能源部和国防部使用公民咨询委员会的案例，指出由于二
者在信息公开、议题界定、决策制定程序、关系建构与问责机制上的不同导致参与效果各异。［98］其
次，在参与程序方面，金等人指出，参与程序直接影响公民参与的效果，传统参与模式下的由于公民

参与时间太晚导致参与活动通常是无效的。［99］弗兰克林和艾伯顿的研究发现，参与程序与参与机
制是影响参与式预算的效果的关键因素。［100］公民参与的时间对参与效果影响不同，公民参与在参
与式预算活动的早期和后期阶段对组织绩效最有积极影响。［101］政府对参与过程管理的好坏与参
与结果正相关，更广泛的利害相关者参与并不一定带来好的效果，而参与深度与好的结果正相

关。［102］再次，在参与机制选择方面，研究发现公民投票、参与式政策制定、审议式调查和审议式论
坛等不同的公民参与机制所产生的效果差异显著。［103］此外政府对某些公民参与机制的管理也会
对参与效果产生不同影响。［104］

第三，个体心理因素影响。个体心理因素更加关注参与者的行为与心理分析，研究微观层面影
响公民参与活动效果的因素。就公民方面来说，一些研究发现，公民对政策议题的关注程度对参与
活动效果有显著影响，［105］不同的利益群体以及组织成员的构成成分对参与活动效果影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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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106］参与者的代表性是影响参与活动效果的重要变量。［107］更多的学者关注官员的行为与心理
因素对参与活动效果的影响，而其中最为关键的解释在于: 官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公民输入

结果真正应用和吸收到最终的决策程序中。有学者将官员的这一行为区别为采用公民参与机制与
决策制定中采用公民输入。［108］官员之所以更多地采用公民参与机制而更少地将公民输入运用到
最终决策制定，是因为对官员而言，前者不需要太多的行政注意也不会对行政秩序和权力造成威

胁，而后者则充满了很大的风险，由此造成参与活动效果大打折扣。［109］这样，官员的立场、认知与
行为就成为影响参与活动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其他诸如社会结构、［110］参与
程序［111］或公民个体［112］等因素发挥作用的中介变量，最终影响参与活动效果。
( 三) 公民参与实践改善

参与活动效果的好坏取决于很多变量的制约，在看到公民参与价值与功能的同时，不能忽略了

塑造政府行为的制度与环境因素以及官僚自身因素的重要性。［113］作为一种指向实践的程序或行
为，公民参与的核心问题就在于: 参与活动如何产生好的效果，即如何改善公民参与实践。［114］

第一，改善公民参与的程序设计，变革公民与官员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115］例如，金等人指
出，改善公民参与实践需要变革现有的行政结构和程序，从传统的参与模式转向真实的参与模式，

通过授权并教育公民与重新教育行政官员，改变公民和官员的各自角色，实现二者的真诚合

作。［116］韦伯勒和图勒( Thomas Webler ＆ Seth Tuler) 认为，改善公民参与需要设计良好的参与程序，
使得公民能够充分知晓信息，有机会出席、发起、参与对话，有权力影响程序和结果。［117］还有研究
指出，提升听证会的效果需要政府在准备、告知、举办、协助、反馈等各个环节精心的设计参与程
序。［118］

第二，根据公民参与的具体情境选择合适的公民参与机制。［119］事实上，政府没有必要在所有
的行政领域或决策制定中倡导和使用公民参与，虽然在一些特定的地方，更多的公民参与是有意义

的。［120］官员应该学会分析公民参与活动所处的具体情境，以此为依据选择合适的公民参与机制。
一些学者指出，改善公民参与实践，政府和官员要根据参与的目的与议题的性质这两个因素的不同

组合情况选择合适的公民参与机制。［121］另一些学者则提醒官员，要充分考虑到公民参与的优点和
缺点，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决定在政策制定程序中采取何种公民参与机制。［122］

四、结论与讨论

归纳起来，十五年来海外公民参与研究大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和趋势:

第一，研究理论的丰富化。西方学者不仅从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借鉴一些理论来充实
公民参与的理论基础，而且基于不同的理论和分析视角发展了公民参与的自身理论。一些学者从
公民身份、话语理论和审议民主等理论分析了推进公民参与理论与实践的策略。［123］另一方面，学
者们构建了很多公民参与自身的理论，例如韦伯勒和图勒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提出一种

公平与胜任的公民参与模式;［124］杨和卡拉汉( Kaifeng Yang ＆ Kathe Callahan) 发展了一个行政回应
框架，用来解释政府允许公民参与的行为;［125］等等。
第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从已有文献看，除了少部分分析性研究或综述性研究外，绝大部分

研究属于经验研究。在定性研究方法应用上，案例研究成为最主要的研究途径，尤其是多案例比较
研究。此外，也有一些学者采用扎根理论的策略寻找问题和发展理论。［126］在定量研究方法应用
上，不同规模和范围的调查问卷成为主要的资料收集方式，也有学者采用二手数据分析或内容分析

等收集数据。［127］研究者除了使用简单的描述统计外，回归分析、结构方程等推断统计方法成为最
常用的数据分析方式。混合研究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128］

·43·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



第三，研究问题的精细化。这一特点尤其体现在实证研究文献之中。就公民参与的效果这一
问题而言，很多研究只关注其中的某一种效果，例如公民参与活动增加公民参与能力［129］或公民满

意度［130］了吗? 再比如影响公民参与活动的效果机制这一问题，前文提到来自社会结构、组织管理
和个体心理等多个层面的变量都对此产生影响，但在已有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只关注其中某一层面

甚至更具体的问题，例如参与式预算中公民参与的时间如何影响政府机构的绩效?［131］对参与者行

为的研究也十分聚焦，例如低层级官员会比高层级更多地采用公民参与吗?［132］等等。
第四，研究指向的实践化。实践导向是公民参与研究的显著特征。公民参与倡导论者的论断

为公民参与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很多对公民参与实践效果的实证研究为公民参与实践提供了经

验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很多研究的问题导向直接是改善公民参与实践或为公民参与实践提供指

导。［133］上述研究有的是从参与程序改善或官员与公民的角色关系改善等方面着手，有的则是从官
员视角出发为官员在特定情境下选择合适的公民参与机制提供建议。此外，也有研究直接以指导
政府公民参与实践为己任并提供了系统的公民参与程序设计方法。［134］

海外公民参与研究对推进我国的公民参与研究发展与实践改善具有很多启示意义。首先，就
理论研究而言，国内研究可以在借鉴西方研究的基础上，拓宽现有的理论基础，采取灵活多样的研

究方法，构建本土化的公民参与理论。学者们应该尤其关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参与实践和问题，
基于扎实的实证研究，探讨国内公民参与实践与国外公民参与实践的异同，发展本土化的概念工具

与理论框架，从而开展与国外公民参与研究的理论对话。其次，在实践改善层面，研究者应立足中
国国情和具体的参与情境，为政府开展公民参与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从而提升参与活动的效果。很
多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公民参与活动要达到积极的效果，需要政府根据议题的具体情境，选择合

适的公民参与机制。这一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公民参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需要注意的是，与西
方发达国家相对成熟的公民参与制度和发达的公民参与文化相比，我国的公民参与无论是在制度

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进一步开展与改善国内公民参与实践，必须考虑到
我国的具体国情和政治环境。总之，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国内公民参与研究都需要在
吸收和借鉴西方公民参与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具体情况，发展本土化的理论工具和实践

道路。

( 本文是中山大学“985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广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工作站资助项目阶段
性成果)

注释①:
［1］Nancy Ｒoberts，“Public Deliberation in an Age of Direct Citizen Participation”，AＲPA，2004，34 ( 4) : 315－453;

Kaifeng Yang，and Kathe Callahan，“Assessing Citizen Involvement Efforts by Local Governments”，PPMＲ，2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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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versies over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 Ｒeview of Ｒelevant Ｒesearch Abroad in the Past 15 Years

GUO Xiao-cong，DAI Kai
( School of Government，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

Abstract: Citizen participation ( CP) has long since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for both scholars on and practitioner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P includes four key elements，i．e． CP issues，CP participants，CP procedures and CP mechanisms．
Centering around the controversies over CP's“advocacy theory”，“skepticism theory”and“balance theory”，scholars have
conducted a great number of studies of effects CP practice，mechanisms of CP occurrence，mechanisms of CP effects，and
improvement of CP practice． This paper present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overseas empirical studies of CP and reveals so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in the research on CP，i． e．，constant enhancement of theorization，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increase in attention to concrete and specific problems，and greater emphasis on practice-oriented research． It is
argued that all 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CP and improvement of CP practice in China．

Key Words: citizen participation，decision-making，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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